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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重点已从封闭式信息技术组织采纳行为转向交互式信息技术的跨组织系统扩散行为，以及后采纳期的组织成员采纳与使用行为，大量研究在IDT或TOE框架的基础上融合其他理论，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对近40年来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相关文献进行考察分析，旨在介绍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进展，建构其理论整合框架，展望其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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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emphasis has transferred from closed-end IT organizational adoption to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in 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post-adoption in individual level. On the ground of IDT and TOE framework，most of researches have integrated with other theories to examine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proces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research in the past 40 years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research, build a theoretical integrated framework, and forecast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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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世纪末，局域网、因特网、电子通讯技术以及数据库等信息技术在企业组织间的全球化扩散催生了以商业流程再造、电子商务等变革为代表的商业创新浪潮，信息技术已成为组织创新的主要驱动力[1]。2015年，“互联网+”被升级为我国国家战略，中国互联网时代正式来临，搭建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成为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首要任务。然而，基于特定信息技术属性、组织类型与过往技术的惯性等因素，组织在完成信息技术扩散进程不同阶段所耗费的时间及最终效果是不一样的[2]，信息技术效能的完全释放有赖于其在企业组织内部的充分扩散与深化，只有全面掌握企业组织信息技术的扩散进程及其影响机制，才能确保其成功引进与充分吸收，并最终实现组织效能的提升。
一般而言，信息技术组织扩散影响因素研究与阶段研究是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的重点。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采用横向比较方法考察信息技术组织采纳与实施过程中变量与特定结果的关联。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的表述略有不同。在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早期，Rogers[3]与文后文献不一致 Rogers[3]此为转引wu&wu文章中的内容将扩散进程分为采纳与实施两个阶段，采纳阶段被进一步细分为知识获取、劝服、学习与决策4个部分，实施阶段包括为创新技术彻底落实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Meyer等[4]将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分为觉知、评估、采纳、实施与扩张5个阶段。Kwon等[5]具体页码230在变革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系统创新扩散的六阶段模型，将信息技术组织采纳后行为整合其中，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概括，具体分为启动期、采纳期、调适期、接受期、常规期与内化期6个阶段，并成为部分研究的理论基础 [2]具体页码92，[6]具体页码124。还有一些研究将信息技术组织扩散阶段简化为启动期、采纳期与实施期 [7]具体页码144，[8],[9]具体页码1557。本文对近40年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相关文献进行考察分析，旨在介绍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进展，系统梳理其理论模型，展望其未来发展。 

2   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的发展
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至80年代，早期重点讨论封闭式信息技术的组织采纳行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互联网的出现，促使大量研究开始关注交互式信息技术在跨组织系统中的扩散行为；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进入内化阶段，后采纳期的组织成员采纳与使用行为成为本阶段的研究热点。

2.1  交互式信息技术

封闭式信息技术是依托单机、局域网即可完成工作的信息技术，是早期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形成、互联网的普及，研究焦点逐渐转向交互式信息技术。Mahler等[4]具体页码[10]在对德国银行的通讯服务系统采纳行为研究中首次明确提出交互式信息技术概念，他们认为交互式信息技术得以采纳的显著特征是潜在用户能够感知到有多少用户已经使用了该创新技术，其扩散率在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前并不会遵从常规的S曲线，其扩散过程是一场“看与被看”的社会过程，创新技术在个体/组织的体验分享中获得评估，并因此形成了有关创新技术的社会共识。网络外部性是影响交互式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重要变量。Iacovou等[11]认为信息技术扩散中的组织之间构成了一个跨组织系统，他们从跨组织系统特性出发对小型企业EDI系统采纳行为加以考察，研究发现，只有当EDI系统得到普及，引进该系统的用户才能从中获取更为完整的利益。EDI系统的普及需要有大量商业合作伙伴同时采用EDI网络进行交易，该系统之所以无法最终扩散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早期引进该系统的大型企业无法刺激其商业合作伙伴（尤其是小型企业）采纳该技术；与此同时，跨组织系统使得交互式信息技术的扩散行为具有排他性，对某一信息技术的采纳意味着对其他可替代性信息技术的排斥。Premkumar等[12]在对78家位于偏远地区中小型企业的互联网扩散行为进行考察后发现，位于偏远地区与母公司具有垂直联系的子公司或分支部门，因为拥有与母公司进行日常沟通的内线系统而更少采用互联网。
2.2  后采纳期
信息技术组织扩散早期研究聚焦于启动期与采纳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侧重对组织结构变量的研究，一是侧重对具有影响力的高层精英在启动阶段对组织态度与行为的影响研究[13]具体页码1252。然而除了组织结构与高层精英之外，信息技术被组织采纳后能否正常运转和发挥功效，取决于信息技术后采纳期间的组织成员行为。

20世纪80至90年代，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后采纳期的扩散行为。Leonard-Barton等[13]具体页码1253考察了计算机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员工的互动关系对员工采纳“LAYOUT”专家系统软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创新技术具有主动采纳意愿的员工不会受到高层管理行为的影响，只有那些对创新技术没有主动采纳意愿的员工才会听从高层管理指示。Grover等[7]具体页码148通过对154家企业的信息系统高级执行官进行调查，考察了15种通讯技术在启动期、采纳期与实施期的影响因素。尽管该研究仅从单一维度考察了实施期的影响因素，但却明确指出了扩展实施期测量指标的广度与深度将有助于洞察信息技术组织吸收行为。进入21世纪，后采纳期研究得到了深化。Jasperson等[14]具体页码527对后采纳行为进行了明确界定，后采纳行为即在信息技术设备安装运行并成为用户赖以完成其工作的必要工具之后，用户经由实践而形成的大量对信息技术相关特性的使用行为以及对相关特性加以延展的行为。同时，该研究从个体层面与组织层面建构了后采纳行为研究的基本框架：一方面，个体在接收到来自组织层面的信息技术后，通过认知形成后采纳行为意向并最终产生后采纳行为，同时在后采纳行为中形成对创新技术的意义构建与价值确认，其中个体差异、使用经历、早期学习积累等因素对个体后采纳行为造成影响；另一方面，组织以个体后采纳行为的产出结果及其对创新技术的意义构建为基础，形成组织层面对该创新技术的价值确认。Zhu等[9]具体页码1559对电子商务技术组织扩散行为不同阶段（启动期、采纳期与常规期）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后发现，竞争环境对启动期与采纳期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竞争压力也可能导致企业倾向于追逐最新技术而非对现有技术的开发使用，竞争环境对常规期行为具有反向影响。

组织环境对个体后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是后采纳期研究的主要内容。Ahuja等[15]考察了工作强度与工作自主性对个体后采纳行为的影响，以及性别因素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将后采纳行为细分为个体对创新技术的扩展使用行为、整合使用行为与创新使用行为。Larruping等[16]考察了团队授权对协作型技术在个体后采纳期的显著影响，属于高度授权团队中的成员，其开发使用协作型技术的积极性更高。还有一些研究讨论了具有自组织特性的非正式员工网络对信息系统成功内化的影响[17-19]，其中Sykes等[20-22]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对信息系统内化阶段传统支持结构（培训、在线支持、咨询台支持、变革管理支持）与非正式的组织成员网络支持（同行建议连带）对组织成员系统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绩效4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最终发现同行建议网络能够更好地满足组织成员的信息需求。
3  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理论的整合
3.1  基础理论：IDT和TOE框架

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framework，TOE框架）是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的经典分析工具[23]具体页码110。

IDT以传播学为基础，立足于创新的传播过程研究，将社会结构重新纳入传播过程加以分析。创新扩散过程是个体或相关单位将创新（新的观念、实践或事物）经由特定渠道在社会系统成员间进行持续传播的过程[24]。IDT从组织、个体与创新三方面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加以考察。其中，组织属性包括组织规模、集权程度、组织复杂性、组织规范化、组织关联度、组织冗余等6个变量；个体属性主要从组织领导层面考察个体对创新技术的态度改变[25]；创新属性包含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性与可观察性5个变量。不过，IDT对技术扩散创新属性子变量的界定具有普适性，不完全适用于技术扩散的探讨。作为创新扩散理论在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Moore等[26]对信息技术扩散研究的测量工具进行了系统考察，最终将有关创新属性测量工具归结为8个变量，分别是操作自主性、形象、相对优势、兼容性、感知易用性、可试性、结果可呈现性、可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推进，产业背景、竞争市场等环境因素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行为的影响加深，以技术、组织与个体三方特性为分析框架的IDT无法全面阐释新时期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现象。基于IDT理论框架，Tornatzky等[23]具体页码112融入环境因素提出TOE模型，将技术、组织与环境三方特性作为影响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中，技术层面将组织内部现有操作与设备、组织外部可获取的技术资源作为分析变量；组织层面对IDT的组织变量进行了归纳与提炼，包含组织范畴、组织规模与组织管理结构3个变量；环境层面包括产业属性与市场结构、技术基础配备、政府规制3个变量。相较于IDT，TOE框架将环境层面的机遇与限制纳入研究领域，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影响因素的考察更为全面与系统，逐渐成为信息技术组织扩散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

此外，Kwon等[5]具体页码227在IDT的基础上将技术、组织、个体、环境与任务5个要素作为分析变量，构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模型，其中将任务作为独立变量予以考察。Premkumar[27]在小型企业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元分析中对Kwon等的五要素模型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任务与个体是影响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核心要素，技术是第二层要素，组织与环境是推动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第三层与第四层要素；同时，将任务变量细分为任务自治性、任务结构、任务交互依赖性、任务标准化程度、任务复杂性、任务不确定性。但是由于任务变量已经在IDT或TOE框架的其他变量中予以反映（如，技术兼容性），Kwon等的五要素模型在后来的研究中较少被采用。

3.2  理论整合

随着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的发展，大量研究在IDT或TOE框架的基础上融合其他理论，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其中较为典型的理论整合包括五个层面：将ELM（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融入对信息传播过程的研究；将UTAUT（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age theory）融入对个体层面的研究；将TTF（task-technology fit）、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等融入对技术层面的研究；将社会影响理论融入组织层面的研究；将制度理论融入对环境层面的研究。如图1所示，在IDT、TOE框架的基础上，现有研究通过将相关理论进行融合，形成了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行为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具体包括对信息技术组织采纳行为的研究框架（以实线标注）以及对信息技术个体采纳行为的研究框架（以虚线标注）。在信息技术采纳期，环境属性、组织属性、技术属性、个体属性（高层领导）是影响组织采纳行为的关键变量，外在环境因素通过制度性压力对组织采纳行为形成直接影响；在信息技术后采纳期，个体属性（普通成员）、组织属性、技术属性成为影响个体采纳行为的重要变量，其中组织环境（传统支持系统、同行建议网络等）通过规范化影响与信息化影响对个体行为决策发挥作用。同时，信息技术的劝服性信息（论据强度）及其信源（信息可信度）对组织采纳期的高层领导行为决策、个体采纳期的普通成员行为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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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理论整合后信息技术组织扩散进程的研究框架

3.2.1 信息传播层面：与ELM的整合研究

根据扩散理论的观点，信息技术组织扩散始于以信息技术为内容的组织传播活动，信息技术的组织传播效果对个体（包括高层领导与普通成员）的采纳与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传播效果研究理论模型，劝服的精心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ELM）为理解以信息技术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效果提供了理论视角[28]。ELM认为，受到个人能力、动机、信源、信息的影响，个体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处理过程将经由两种路径：中心路径或边缘路径。中心路径信息处理过程是一种主动性的认知行为，由此形成的决定更持久、更可能转化为实际行为；相反，经由边缘路径形成的决定难以持久[29]。

部分学者将ELM融入对信息技术个体采纳与使用行为研究，认为个体接受到创新技术的信息之后，经由信息加工过程形成决策，信息的加工过程与决策的最终效力取决于个人能力与信息传播的特定情境[30]。Brancheau等[31]将ELM中的信源变量引入创新技术组织传播中个体信息处理过程研究中，发现当所传播的信息包含需要评估的内容时，个体一般认为人际传播信息比大众传播信息更可信，因为在信息内容难以判断、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个体倾向于依靠可信的渠道形成观点、作出决定；并指出尽管IDT对信息渠道加以区分，但是在信息技术扩散传播过程中，信息与信源合力产生的传播效果更为显著，遂将ELM的4个变量（信源、信息、个人动机与能力）与TAM加以整合，研究信源可信度（信源）、论据强度（信息）、工作相关性（动机）与个人专业度（能力）对个人实用感知度与行为态度的影响。此外，Li[32]具体页码266将社会影响理论与ELM相融合，从信源可信度与论据强度两个维度讨论劝服信息经由社会影响对公司员工的情绪反应、认知反应以及采纳行为意向的作用。

3.2.2 个体层面：与UTAUT的整合研究
用户接受与使用整合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age theory，UTAUT）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SCT）、IDT基础上，将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促成条件4组概念作为考察个体接受行为的分析变量，4组变量共同影响行为意向，并进而影响实际行为。其中，性别、年龄、相关经验与使用自主性在个体认知与行为意向之间起调节作用[33]。UTAUT对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精细的梳理与分类，将个体变量（性别、年龄、相关经验）、组织因素（使用自主性、促成条件等）融入其中，对信息技术组织实施阶段个体接受行为的考察更为透彻，因此成为信息技术组织后采纳期个体接受与使用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Jasperson等[14]具体页码538在对信息系统后采纳行为的探讨中使用了UTAUT分析框架的四组变量（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促成条件）。国内学者徐峰等[34]在电子政务创新采纳研究中将UTAUT中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融入TOE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与盈利导向的普通企业组织不同，在政绩导向的政府机构中，领导层的态度对电子政务的绩效期望与努力期望认知影响并不明显。

3.2.3 技术层面：与TTF、TAM的整合研究

Goodhue等[35]用“技术-绩效链”（technology to performance chain，TPC）表征了任务技术适配理论（task-technology fit，TTF）的基本框架，其中与适配理论相关的部分包含任务特征、技术特征、个人特征、任务技术匹配4种因素，前3种因素被视为个人操控技术的触发点，第4种因素则是个人操控技术的基本诉求，被定义为“技术在个人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给予他们支持的程度”。根据TTF的观点，只有当技术特性及功效与某一任务要求相吻合时，这种任务技术适配度将会对个体行为绩效以及技术效用产生积极作用[36]。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早期研究者已将任务-技术兼容性问题作为影响信息技术组织扩散影响因素中的技术变量加以考察。Kwon等[5]具体页码227所构建的个体-任务-技术-组织-环境五要素模型为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任务技术适配度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Cooper等[6]具体页码134研究了管理任务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兼容性在物料需求计划（MRP）系统的组织采纳与内化过程中的作用，发现任务-技术兼容性与MRP的组织采纳行为正相关，但对其组织内化行为没有显著影响。Alänge等[37]认为技术扩散行为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严重受限于现有的技术配备与操作能力，企业在技术更新过程中会在原有熟悉的领域寻找与已有技术相关联的创新技术。国内学者邓朝华等[38]将TTF纳入创新扩散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任务技术适配度、相对优势、兼容性、可试性、可观察性、复杂性6个方面考察企业的移动服务采纳行为，研究表明，任务技术适配度对企业所感知的相对优势和复杂性有直接影响，同时也对企业采纳移动服务的行为意向产生直接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TAM）作为信息技术个体接受行为研究的重要理论模型，在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基础上发展而来，着力考察个体在信息技术接受过程中外部因素对其内在行为信念（即个体对信息技术的感知实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行为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39]。作为TRA在信息技术用户接受行为研究领域的延展理论，TAM在信息技术个体使用环节对行为态度与行为意向方面拥有非常强大的解释力，因而成为研究者进行后采纳行为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Wu等[3]具体页码305有关网络客户关系管理系统（e-CRM）组织扩散的研究中，将TAM与IDT加以整合作为分析工具，指出个体成员对e-CRM的实际使用是该信息系统得以在组织内成功扩散的重要原因，组织内个体成员对e-CRM的态度与行为意向影响其实际使用效果；并发现复杂性与兼容性通过相对优势间接影响个体对e-CRM的态度，相对优势在个体行为态度对实际使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会对个体行为意向产生即时影响。国内研究者周沛等[40]将TAM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纳入TOE框架内技术属性的子变量中，考察了企业移动电子税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中感知易用性对采纳意向具有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次之。

3.2.4 组织层面：与社会影响理论的整合研究

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 theory）研究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遵从团队行为模式时如何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41]，可具体分为规范化影响与信息化影响两种类型[42]。规范化影响源自团队为了维持和谐或引导成员进行正面评价所采取的组织行为。在规范化影响作用下，个体将感受到来自团队的巨大压力，其行为方式受到集体期望而非自身信念、态度的影响 [32]具体页码265；与之相反，信息化影响是个体的自我学习过程[43]，个体为获得最佳决策而根据团队决策重新评估原有立场与观点[44]，当个体从团队中所获得的信息越充裕，对其今后的行为或态度形成将越有自信[45]。Henningsen等[46]在团队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信息化影响，规范化影响对于团队中个体决策的影响更为显著，特别是在工作交互性非常高的组织环境下。

在信息技术组织扩散的后采纳阶段，个体成员的采纳与使用行为很大程度地受制于以组织为单位的社会影响，组织氛围及其深层的组织文化将对个体成员的采纳与使用行为带来规范化影响和信息化影响。Karahanna等[47]在关于个体对Windows操作系统的行为信念研究中发现，规范化影响决定了潜在采纳者的行为意向。Li[32]具体页码266运用社会影响理论考察了企业员工的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探讨规范化影响对情感反应、信息化影响对知觉反应的作用，研究发现，社会影响在情感反应和知觉反应对个体采纳行为意向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3.2.5 环境层面：与制度理论的整合研究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认为，组织结构与行为变迁更多地受到组织合法化需求的驱动，这种合法化驱动力将促使组织走上制度化进程并最终导致组织趋同。制度性压力来自组织所处环境的诸多方面，包括法律政策、主管机构、利益集团、公共舆论等等[48]，细分为强制性压力、模仿性压力以及规范化压力[49]具体页码100,[50]具体页码26。

制度理论从外部环境视角解释了组织扩散行为。一方面，来自法律政策、主管机构、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制度性压力将带来组织行为的趋同。DiMaggio等[51]从团体理性的角度指出创新技术经由模仿性压力在组织间得以扩散，在创新扩散的起始阶段，组织采纳创新是出于提升绩效的需要，但随着创新采纳率达到临界点，创新的持续扩散将更多地得益于组织间的模仿与趋同效应。Abrahamson[52]认为信息技术的组织扩散行为可以分为有效选择、强制选择、类组织潮流与跨组织潮流4种类型，其中强制性压力带来了强制选择，类组织潮流与跨组织潮流均来自模仿性压力与规范化压力。Abrahamson等[53]进一步强调了信息技术组织扩散中的从众现象，指出一些组织在采纳创新时，其决定不是建立在对创新效率与回报评估的基础上，而是因为大量组织已经采用该创新而产生的从众压力，即使基于独立而理性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仍有可能产生从众心理，而来自竞争市场与制度的压力将强化这一心理。Malmi[54]对作业成本管理系统在芬兰企业的扩散研究中指出，信息技术组织扩散早期的企业采纳行为是基于有效选择的结果，然而那些具有引领潮流能力的早期企业在扩散初始期具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效力将会慢慢减退。Liang等[50]具体页码30在将制度理论导入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后采纳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模仿性压力对企业高层参与意向具有积极影响，进而推动企业高层参与企业计划资源系统的吸收过程；强制性压力对企业高层的参与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规范性压力对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使用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来自阻止利益集团的制度性压力则可能导致组织的反扩散行为。Oliver[55]在关于制度性压力对企业反扩散影响的研究中指出，组织结构的复杂多样性、组织与变革源头的关联度将对企业的反扩散行为具有预测性，如依托强势股东的组织将拒绝采纳与这些股东利益相违背的创新技术。同时，制度理论为研究信息技术的跨组织系统采纳行为提供了理论视角。Teo等[49]具体页码108-111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扩散研究中发现，来自消费者市场、母公司政策措施等强制性压力和来自竞争对手的模仿性压力，对跨组织系统中的组织成员采纳商业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4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不少企业已进入信息技术组织内化阶段，虽然一些研究对信息技术组织内化行为进行了探讨，但是有关组织与个体的针对性研究依然较为匮乏。前期组织研究主要考察组织既有结构特征对组织采纳行为的影响，然而在信息技术组织内化过程中，企业的组织特性并非刚性变量，信息技术的成功内化往往需要企业管理者对组织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同时，组织吸收能力决定了信息技术的组织内化效果，这种组织对全新外部信息的价值识别、吸收以及将其转化为商业用途的能力[56]，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组织内部学习机制，即通过组织内部各部门间、成员间的知识交流和分享，从而实现知识扩散与知识创新，而组织氛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组织内部的学习交流，是提升组织吸收能力的关键。因此，企业如何通过重构组织、优化组织氛围等组织创新行为，实现信息技术的组织内化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命题。

组织内化阶段以组织成员的采纳与使用行为为主要内容，组织环境、信息技术传播效果等方面因素都将对个体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信息技术个体采纳与使用行为研究应考虑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学科视角，考察组织环境如何作用于个体的认知与情感并最终影响其行为；同时，即使在性别、年龄、归属地、收入、教育背景等方面完全一致的个体，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也将存在很大的不同，有些人更热爱创新，而有些人更愿意从众，这些人格特征将对组织成员对创新技术的行为态度造成影响，因此，单纯通过人口统计特征变量考察个体属性有失片面。后续研究需要纳入个人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隐性指标，对个体行为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

此外，基于互联网环境的云技术将继续成为研究热点。云技术通过全新的数据服务体验为企业用户带来了高效与便捷，但同时其复杂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安全与隐私问题成为企业采纳云技术的主要障碍[57]，有关网络治理方面的政策措施将成为云技术组织扩散的制度保障，因此制度环境因素应该成为云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的重要变量；同时，企业用户采纳云技术的决定因素将会受到其行业背景的影响，与市场关联更紧密的行业、对技术依赖性更高的行业会更倾向于采纳云技术，例如，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推动传媒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受众媒介消费习惯的转变以及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导致传媒产业从内容生产到传播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依托云技术平台实现转型升级成为传统媒体刻不容缓的任务。后续研究应将市场关联度、技术依赖度等行业要素作为云技术组织扩散研究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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